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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

治理结构转型
*

徐秀军

【内容提要】 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当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经济

体相对衰落时，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借

鉴和吸收了现有研究成果，整合了对国家崛起、制度变迁和结构转型的理解，在接受

“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行为体”、

“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和“制度是非中性的”等基本假定的基础上，认为国家实力的

不平衡增长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与利益均衡，并动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赖以

存在和持续的合法性根基，从而使得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由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以

制度为基础的结构，制度变迁以及新的制度框架中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构导致全球经

济治理发生结构转型，因此，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

自身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

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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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深刻认识是世界

经济力量的对比迅速向新兴经济体倾斜。伴随而来的是，新兴经济体更为强烈地要求

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并由此引起了全球经济治

理领域的一些变革。而对于变革的研究，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它必然是对结

构的研究。这是因为，结构塑造了单元之间的互动模式，随着结构的变化，互动模式也

相应发生变化。① 可见，关于结构的分析，对于深入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发生的一些

或明显、或微妙的变化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具体到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结构的变化

或许有其内在独特的逻辑。正是秉持这种观念，一些问题油然萦绕脑际。

作为崛起中的国家，新兴经济体是否能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的主要动力

或原因? 在通常情况下，对此问题的直觉回答是肯定的。依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

逻辑，国家经济力量的上升至少在三个方面直接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起推动作

用。首先，在其他条件未发生变化时，一国的经济实力越强大，其推动结构转型的能力

也就越强。其次，国际结构通常反映实力的对比和利益的分配，当国家实力对比发生

变化时，处于实力上升的国家更希望通过国际结构的转型反映这种新的实力对比格

局。最后，在应对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而带来的挑战时，作为现有全球治理结构中的

既得利益者，发达国家通常应该是极力维护其在现有结构中的权力和利益，从而阻碍

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或者说即使主张变革，往往也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对于上述判断的经验支持似乎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新兴

经济体的经济崛起给现有国际结构带来的冲击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一方

面，许多经济规模庞大、经济增长迅速的新兴经济体加入到全球大国俱乐部，迈进全球

经济治理的前沿阵地;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等级式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

在被打破，财富、工业制造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逐渐向新兴经济体流动和扩散，国际社

会的权威日益分散，并不断朝着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 方向发展。但是，一个不可

忽视的事实是，国家的实力总是变动不居，而国际结构的变化却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

程。这似乎预示着国家的经济崛起与国际结构两者之间的联动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线

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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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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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对于国家崛起问题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从国家崛

起的角度解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背景和原因，并且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

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① 因此，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预示着国际社会中权力分散过程的开始，失去了现有霸权国家的主

导，国际秩序必然进入按照“丛林法则( law of the jungle) ”进行竞争的“自助( self －

help) ”状态，直到新的霸权出现。在此过程中，大国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一些对世界

政治发展规律进行分析和判断的霸权周期论者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乔治·莫德尔斯基( George Modelski) 的“领导长周期”理论对 1495 － 2030 年间的

国际政治划分为五个长约 100 － 120 年的霸权周期，每个周期都由一个霸权国家进行

领导，依次是: 葡萄牙( 16 世纪) 、荷兰( 17 世纪) 、英国( 18 － 19 世纪) 和美国( 20 世

纪) 。并且，霸权的转移与更替都会经历世界大国( world power) 、合法性丧失( delegit-

imation) 、权力分散( deconcentration) 、全球战争( global war) 四个不断重复的阶段，权

力的分散必然引发新的全球战争。② 这与抱守“霸权稳定论”的研究者在理解新兴国

家崛起的逻辑方面相一致。“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念是，国际结构的稳定不是权力

均衡的产物，而是权力垄断的结果，造就并维持国际格局稳定状态的是权力优势，而国

家实力的增长差异最容易破坏现状稳定性，并导致体系内部发生权力重新分配的根本

性变革。③ 由此可以得到的推论是，新兴经济体作为挑战国家必然会与霸权国家产生

冲突，并且国家实力的兴衰才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发生变动的内在动力。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霸权周期论”在国际格局转变问题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格局转换时期总是

与国际局势的动荡和大国战争相伴随，但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认识上却存在本质的

区别。沃勒斯坦认为，经济是决定霸权兴衰的根本因素，霸权国家要保持经济上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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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上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21 页。
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 － Stat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

ciety and History，Vol． 20，No． 2，1978，pp． 214 － 235; 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 除了广为人知的“全球政治的长周期”，莫德尔斯基也提出了“全球政治的

演进”，也即是一种“政治全球化”的制度进程。在更高的组织层次上，长周期的持续运行推动了全球政治的演

进，政治体系从体系中主要机制作为全球领导的状态转向更充分制度化的治理形式之一的“全球组织”。参见

George Modelski，“Long － Term Trends in World Politics，” Journal of World － Systems Research，Vol． 11，No． 2，

2005，pp． 195 － 206。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势地位，必然最终采取战争手段。① 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持续增长和海外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是霸权兴衰和大国战争的主要原因和推动力。回顾世界近现代历史

上国际格局发生的几次转变，都是伴随着大国战争进行的。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

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大国关系结构的转变能否仍然沿着这一路径进行阐释和预测值得

进一步分析和思考。

相比现实主义的悲观论调，自由主义者要乐观得多。在他们的理论视阈中，当霸

权衰落、新的力量崛起时，由于国家的理性选择行为，原有霸权主导下的国际合作制度

会存续下来，继续发挥作用，国家甚至会向超国家的国际机构让渡更多的权力，从而填

补霸权衰落后的权力真空，以确保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② 也就是说，不是

霸权国家，而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能够维护变革期的稳定，从而实现国际结

构的和平转型，战争因此是可以避免的。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些观点和判断

似乎与现实世界的发展趋势更为相符。柏林墙的倒塌打破了东西方世界的长期隔离，

标志着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它对世界发展进程的意义在于，全球越来越成为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与此同时，跨越国界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即使是主导世界秩序的

霸权国也无法独立解决这些国际问题，而应当依靠全球治理来控制和解决。这不仅催

生了全球治理的发展，也使得国际制度变得比以前任何时期显得更为重要。③ 世界政

治经济的相互依赖日趋加强，围绕全球不同领域的问题，新的国际制度不断涌现，形成

了一个由全球制度网络联结而成的世界。

在这个全球治理兴起的时代，当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的时候，全

球经济治理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 这是理解当今时代的一个现实问题。为此，我

们需要对国家崛起、制度变迁和结构转型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二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 一) 关于国际结构转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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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anuel Wallerstein，World － 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 Economy: The States，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 《霸权之后: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海伦·米尔纳:《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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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末，肯尼思·华尔兹( Kenneth N． Waltz) 用国际体系中的物质结

构状况来解释国家行为，认为结构是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 distribution of power) 的结

果，结构制约和影响国家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从而创立了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

论。① 由于国际结构是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新现实主义也被称为结

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的转型是各单元实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

的，或者更简单地说，是由国际体系中大国数量的变化造成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

派也是从物质层面考虑国际结构及其转型的。世界体系论以世界经济为基础，将世界

划分为中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并形成政治上的中心 － 半边缘 － 边缘的等

级结构，其中中心地带是经济发达地区，边缘地带是经济落后地区，半边缘地带则介于

中心和边缘地区之间，这种等级结构的变化取决于国家经济地位的变化。② 尽管世界

体系论者也对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有所涉及和关注，但他们更多地强调经济层面

的物质性结构。以罗伯特·考克斯( Robert W． Cox) 为主要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者

强调从生产的权力关系以及生产关系的国际化角度研究国际秩序和国际结构，尽管生

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物质层面的概念，但它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并且物质( 经济)

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考克斯认为，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劳动决定人际关系、

社会结构以及国家关系和世界秩序，并且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复杂的生产社会

关系相联系。③

在与结构现实主义的论争中，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批判其忽视了“国家内部因素与

国际体系结构的联系”，④并以体系进程表现形式的国际制度为视角阐释国家对外行

为。⑤ 其中进程的要素包括国际行为的非结构性动机和国家交往与合作的能力，但这

些要素本身并不直接影响国际结构的转变。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国际结构是国

际制度的分布，国家实力对比深嵌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反映出来，但制度一旦建

立，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制度并非紧随国家的动机和能力的变化而变化，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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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华尔兹从三个方面来定义国际体系的结构: 一是体系内各个体排序的总原则; 二是体系内各个体的功

能; 三是体系内各个体权力的分配。而体系内排序的总原则是无政府性，体系内的个体主要是主权国家，它们主

权平等、具有自主的权力和利益、自主参与国际交往，因此具有相似的功能，这样一来，界定体系结构的要素就成

了体系内各个国家( 主要是大国) 的权力分配。这里的权力又主要指军事权力，因此这种体系结构是物质结构。
参见 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 Addison Wesley，1979。

Immanuel Wallerstein，World － 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Robert W． Cox，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
Robert O． Keohane，“Realism，Neorealism，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 1 － 26．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 59 － 103 页。



衰落了制度却仍然有效，因而决定国际结构转型的直接原因是国际制度以及各种具体

规则的改变。

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结构不是表层的物质结构，而是深层的观念结构。它是由

行为体的互动进程产生的，行为体的行为通过交往互动产生主体间意义，从而逐渐形

成共有观念，并最终形成社会性的观念结构，即文化。这样，“观念结构”和“互动建构

进程”成为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 ( Alexander

Wendt) 区分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无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国际文化结构。① 而结构变化

的不竭源泉是文化承载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这种竞争源于五个相互重合的方

面: 一是文化内部不同逻辑之间的矛盾; 二是由于施动者( agent) 不可能彻底社会化，

因此它们只能拥有共同信念( shared beliefs) ; 三是共同信念预料之外的后果; 四是外

来冲击; 五是文化内部新观念的产生。② 冷战结束后，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将文明作为分析层次，他把世界上的文明划分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

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等，提出

世界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上几种主要文明之间的互动; 在世界事务中，虽然

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产生，未来

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③ 因此，国际结构的变化源于文明之间

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文明的融合与衰落。

上述理论从不同层面对国际结构的理解出发，通过不同角度审视和考察了国际结构

变迁，提出了一些富有价值和洞察力的见解( 参见表 1) 。但这些理论本身的缺失也很明

显，它们都存在以下一些共同的缺陷: 首先，对不同层面结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

作用缺少明确而有说服力的阐述。其次，没有较好地结合国际环境因素变化来分析国际

结构转型，尤其是没有融入全球化背景及其对国际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此外，如何整

合不同层面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仍是摆在当代国际问题研究者面前的问题。

中国学者对国际结构转型的解释多数倾向于一种综合性的视角。例如，较早关注

这一问题的学者章亚航认为，国际结构变革的根本动因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整个国际

关系体系内或其环境中发生了重大的经济 /社会大变动; 二是国际关系体系的一级结

构层次上某一个或几个基本行为体内部发生了重大的经济 /社会大变动; 三是上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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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外学者关于国际结构转型的几种解释

器物层面的结构 制度层面的结构 观念层面的结构

对结构的理解 物质力量的分布 国际制度的分布 观念的分布

结构构成要素 经济、军事实力 制度网络 观念、文化、文明

结构变迁动因

霸权国家或居于主导地位的发

达( 或 核 心) 国 家 在 经 济 ( 军

事) 实力方面的改变

制度的创建、变革、

替代、消亡

观念 的 变 化、文 化

的转 型、文 明 的 冲

突与融合

理论流派
新现实主义、新马克思主义( 世

界体系论、新葛兰西主义)

新自 由 制 度 主 义、

全球主义

建构主义、“文明冲

突论”

资料来源: 笔者归纳与整理。

种动因同时发生或先后出现。① 赵艳杰和陈效卫将当代国际体系结构变革的根本动

因归纳为以下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首先，全球力量中心层次大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是体系结构变革的原始动因。其次，结构内部关键要素的重组、移位或裂变是国际体

系结构变革的直接诱因。最后，外部因素是国际体系结构变革的催化剂。尽管三个因

素对结构变革的作用不等值，但三者同时存在并同时发生作用。② 此后关于国际结构

变迁的解释基本沿袭了这一研究传统。③ 视角的综合性表明了中国学者在理解国际

结构转型问题上追求系统和全面，但也反映了对不同层面国际结构划分的忽视。

( 二)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制度基础

关于制度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C． North) 曾经提

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决定了

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④ 同样，要想深层次地理解全球

经济治理结构的转型，必须全面把握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迁。从一定意义上讲，全

球经济治理结构的转型正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嬗变过程中逐步完成和实现的。

国际制度与国家实力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权力理论与制度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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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亚航:《试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变革与体系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1992 年第 2 期，第 16 页。
赵艳杰、陈效卫:《当代国际体系结构的稳定机制与变革动因》，载《国际政治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109 － 110 页。
例如，蔡翠红、倪世雄:《国际体系解构分析: 结构、变迁与动力》，载《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 7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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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页; 陈寒溪、肖欢容:《国际政治结构: 概念的批判》，载《外交评论》，2009 年第 4 期，第 63 － 71 页。

道格拉斯·C． 诺斯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3 页。



之一。①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实力( 或权力) 是认识国家行为的核心概念。对于

古典现实主义而言，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

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② 像在所有政治中一样，权力欲是国际政治中的

突出因素，因此，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③ 因此，国家的实力被视为国际政治中最

根本的概念，它的地位如同能量概念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以权力界定利益”成为现实

主义者的忠实信条。新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一样，也认为权力是解释国际政治现

象的关键要素，是决定国家行为的核心变量。对于国家来说，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第一，在别国使用武力时，权力可以用来维持本国的独立。第二，权力越大，行动范

围越广阔，同时使行动后果难以确定。第三，强国较之于弱国享有更大的安全余地，并

对于选择何种博弈以及如何进行这种博弈具有更大的发言权。第四，巨大的权力使其

拥有者在系统中获得重大利益，并因此使其拥有采取行动的能力。④ 但不同的是，新

现实主义着眼于国际体系，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着国际体系成员之间的政治关

系。根据华尔兹的理论，结构根据系统的排序原则来界定，它还被定义为单元间的能

力分配以及单元能力对比差异的程度，国家根据权力大小而占据不同的位置。⑤ 那么

国际体系为什么会发生改变呢? 它取决于行为体之间实力分配关系的变化，实力是行

为体的属性，行为体之间的实力分配决定了体系结构的根本特征。为了结构分析的需

要，对于国家这个被选定的单元，华尔兹做了一个规定，即: 对不同国家的衡量，唯一的

标准就是力量。⑥ 总之，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的“结构”是由国家的实力决定的。

国际关系的制度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进行了修正。为了强调国际进程

( process) 的重要性，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借助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等有关理论，

将国际制度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同样从体系层次构筑起其国际制度理论框架，奠定

了新自由主义的基础。⑦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除了结构，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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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进程。进程是指国际体系中单元间的互动方式与互动类型，影响国际进程的两个体

系因素是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由于体系结构变化非常缓慢，因此可以假定其为常

数，即假定体系结构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制度就成为了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

在没有中央权威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的结构与进程是通过国际制度体现出来的，国

际社会的权威不是集中在个别国家手中，而是“越来越转移到国际制度手中”。① 国际

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问题的有效手段，在无政府的秩序中，国际制度

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国际合作。制度是克服由于国际无

政府状态所产生的次优结果的功能性需要。制度和规范的作用一直是新自由制度主

义理论的重要内容。② 在体系结构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国家仍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取向和采取不同的行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显然，新自由制

度主义对制度的重视反映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主要特征的演进。

不过，新自由制度主义承认，国家之间的权势分布状况决定了国家间互动的环境

和国家政策的优先次序，从而决定了国际制度形成的动因和预期。③ 换言之，制度的

概念以利益为基础，利益决定制度，权势的分布状况决定利益。为此，华尔兹宣称，制

度方法始于( 新现实主义的) 结构理论，并运用它来阐释制度的起源与运转，因此它以

现实主义的结论告终也就不足为怪了。④ 尽管如此，在国际结构的理解上，新自由制

度主义将国家实力与国际结构的因果解释中，加入国际制度这一中间变量，由此，实力

与制度并非处于同一层次，后者才是决定国际结构的直接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结构有别于民族国家之间依存度相对较低的时期，它不

是国家之间绝对实力的简单相加和相对实力的机械分布，而是以一种极其复杂的国际

社会网络反映出来，而这种网络的载体就是各种形式和不同功能的制度。尽管国际制

度存在诸多合法性缺陷，但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际制度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载

体。⑤ 因此，国际结构的基础是制度，它是建立在已有国际准则、规范和机制基础之上

的国际关系架构。实力的分布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制度作为依托，任何行为体都难

以获得与其实力相适应的影响力，反之亦然。例如，在联合国组织中，尽管 2009 年日

本、德国和加拿大的综合国力分别名列全球第二、第三和第四位，但在许多重大国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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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这三国的影响力难以与综合国力位于其后的法国、俄罗斯、中国和英国相提并

论。① 相反，石油生产国通过建立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西方大国的干

涉和控制，并在国际社会上表现出大于自身实力的影响力。正因如此，各国在提升自

身综合实力的同时，还必须谋求在国际制度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并以此来确定自身在

国际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实力的提升必定改变器物层面的

结构，并且这种结构的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通过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

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反映出来。但是，在一个日益制度化的相互依赖的世界，如果器物

层面的结构没有为一定形式的制度所反映，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就

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 三) 基本假定与分析框架

现有研究构成了本文的重要理论来源和研究基础。为了较为系统地构建一个有解

释力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借鉴和吸收了上述相关研究成果的理论前提，接受如下假定。

假定 1: 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

从释义学角度来讲，无政府状态一词有两层含义: 一是缺少政府和控制，二是无秩

序和混乱。② 对于第一层含义，就当前的国际社会而言，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尚不存

在一个管理全球事务的世界政府。也即是说，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在世界政治中缺少共

同的政府，国际政治处于一种分权的、不受领导的、相互适应的状态。③ 但无政府状态

仍然存在秩序，具有有序的特征。新现实主义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发现世界政治的有

序。④ 此外，由于存在大量弱化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组织和合作性的国际安排，无政府

状态并不意味着持续的混乱。⑤ 但是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行

为，使国家不得不采取自助策略。因此，无政府状态不仅使合作成为必要，也增加了合

作的障碍。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由于国家的参与不是靠中央权威的统筹和调配，因

此各行为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只能依靠彼此之间的协调与博弈来实现。

假定 2: 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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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中心治理仍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尽管治理

也包含非政府组织( NGO) 、市民运动、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市场，但它首先被视为政

府间的相互关系。① 从时代背景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相互

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在很多共同利益领域，国家无论规模大小和实力强弱在一定意义

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面前，主权国家不可能独善

其身并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去解决，甚至国家主权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排他性的，

而是依靠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主权的让渡和共享来共渡难关。在此背景下，国家

不仅是治理国内经济的权威，还必须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角。从治理效果来看，由

于主权国家拥有其他行为体无法比拟的权威、资源和执行力，国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

机制和规则实施最重要的保障，并且几乎所有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只有在国家直接或间

接的参与和支持下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尽管主权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目

标是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出现相互推诿责任、效率低下甚至消极合作等情形，但主权国

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是其他行为体不可替代的。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真

正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国家。② 尤其是大国，它们之间的合作在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

观念分配上都扮演着主要角色。③

假定 3: 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

与经济学中“经济人”④假定一样，国家理性行为体假定坚信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在既定的国内外环境下，能够根据主客观条件确立目标和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维护

和实现国家的短、中、长期利益。也即，国家作为决策的主体是充满理性的，它具有结

合目的与手段进行判断和计算的能力，其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

性国家假定是对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所有国家的基本特征的一种抽象描述，这个被抽

象出来的基本特征是: 每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都是源于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

但是，理性国家假定并不排除利益最大化的约束，事实上，国家对利益的追求、计算和

权衡都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的。外部环境的制约、信息的不完全、未来的不确

定性等都会影响既定目标的实现。但至少在每次抉择和决策的目标和初衷上满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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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都是“经济人”假定的反映。参见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0 页。



一特征，否则在理论上，国家将成为难以捉摸的分析对象，在实践上也会使国家因目标

不确定而自行其是，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秩序的混乱。

假定 4: 制度是非中性的。

所谓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

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

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① 换言之，制度背

后反映的是权利和利益的不平衡分配。并且，我们假定制度非中性是普遍存在的。不

仅对于社会群体和国家内部，对于国际制度亦是如此。尽管制度得到广泛认可，并且

形式上在制度面前都拥有平等的地位，但从制度的内容来看，每项条文以及据此所做

的决策和所采取的行动对不同的个体通常意味着不同的收益和损失。

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建立一个“( 经济) 实力增长 － 制度变迁 － 结构转

型”的简单模型。对于现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该模型的意义在于，

它厘清了权力与制度的关系，并融入路径依赖和实力变化产生的效应的滞后性，使分

析更为接近当代世界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现实。

三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及其影响

( 一)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

所谓崛起，是指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上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实

力的全面提升。其中，经济实力在综合国力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当前，在论及新兴经

济体的崛起时，也主要是指经济的长期和快速增长，以此为基础带动其他领域实力的

不断增长。

1． 经济总量与增长表现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迅速崛起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新兴经济体对发

达经济体的赶超效应( catch － up effect) 的逐步实现，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与发达经济

体之间的差距日趋减少。以新兴 11 国( E11 ) ②和七国集团( G7 ) 为例，1989 年，新兴

11 国总体以市场汇率计量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 2． 5 万亿美元，占七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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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 年第 2 期，第 98 页。
新兴 11 国( E11) 是指二十国集团( G20) 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

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参见张宇燕、田丰:《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载《国

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 4 期，第 7 － 26 页。尽管将韩国界定为新兴经济体尚存争议，但因其对分析结果不产生

实质性影响，故未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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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GDP 的 19． 3%。尽管其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与拉美金融危机的发生，新兴经济

体经济在世纪之交时出现了短暂的滑坡，但没有阻挡新兴经济体强劲的赶超态势。

2009 年，新兴 11 国总体以市场汇率计量的名义 GDP 超过 13 万亿美元，占七国集团总

体 GDP 的比例达到 42． 3% ( 参见图 1) 。

图 1 E11 与 G7 经济总量( 汇率，现价)

注: 沙特阿拉伯 2009 年数据为估计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WDI database，July 2011。

从购买力平价( PPP) 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对比在近 20

年中的变化更大。1989 年新兴 11 国总体以 PPP 计量的名义 GDP 为 5． 28 万亿国际美

元，占七国集团总体 GDP 的 43． 3%。进入 21 世纪，两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2010

年，新兴 11 国总体以 PPP 计量的名义 GDP 达到 26． 68 万亿国际美元，占七国集团总

体 GDP 的比例超过 88． 6%，两者之间的差距不足 3． 37 万亿国际美元( 参见图 2) 。

在经济增长方面，新兴经济体拥有比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的表现。1990 年至

2010 年，新兴 11 国的总体经济以 PPP 衡量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 5． 2%，同期七国集团

约为 2． 0%。其中 2000 年至 2010 年，新兴 11 国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 6． 6%，而同

期七国集团仅为 1． 6% ( 参见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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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11 与 G7 经济总量( PPP，现价)

注: 沙特阿拉伯 2010 年数据为估计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WDI database，July 2011。

图 3 E11 与 G7 实际 GDP 增长率( PPP，2005 年价格)

注: 沙特阿拉伯 2010 年数据为估计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WDI database，July 2011。

从市场汇率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大体如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普遍出现经济的负增长，而新兴经济体仍然

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2009 年，七国集团以名义汇率计量的实际 GDP 增长跌至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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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同年新兴 11 国仍然维持 3． 1% 的正增长。2010 年，新兴 11 国经济更是达到

8. 1%的高增长，比七国集团的经济增速高出 5 个百分点( 参见图 4) 。

图 4 E11 与 G7 实际 GDP 增长率( 汇率，2000 年价格)

注: 沙特阿拉伯 2010 年数据为估计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WDI database，July 2011。

可见，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增长，以新兴 11 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 对外贸易与投资表现

全球化在实现世界发展平衡化和全球资源有效配置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

贸易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最明显、最直接的反映。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兴经济

体对外贸易关系总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从货物出口贸易来看，1993 年新兴 11 国的货物出口总额为 4 051 亿美元，占七国

集团货物出口的比例为 21． 4% ; 2008 年新兴 11 国的货物出口达到 37 663 亿美元的

历史最高点，15 年间增长了 9． 3 倍;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新兴经济体出口有所下

滑，但占七国集团货物出口贸易的比例达到 64． 9%。在 2000 年至 2009 年期间，新兴

11 国货物出口实现了 14． 4%的年均增长率，同期七国集团的这一数字仅为 5． 5% ( 参

见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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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11 与 G7 货物出口( 离岸价，FOB) 贸易

资料来源: IMF，IFS database，December 2010。

在货物进口贸易方面，新兴经济体也拥有较好的表现。新兴 11 国的货物进口占

七国集团货物进口的比例从 1993 年的 22%上升到 2008 年的 49%，15 年间增长 27 个

百分点。2000 年至 2009 年，新兴 11 国的货物进口年均增长率为 13． 9%，高于同期七

国集团的平均增长率 7． 7 个百分点( 参见图 6) 。

图 6 E11 与 G7 货物进口( FOB) 贸易

资料来源: IMF，IFS database，Dec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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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贸易方面，尽管发达经济体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但新兴经济体保持了较高

的服务贸易增长率。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数据，1990 年新兴经济体的服务贸

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例为 6． 9%，2010 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10% ; 在 1991 年至 2010

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 10． 3%，比同期发达经济体高出 3． 2

个百分点。①

21 世纪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 FDI) 形势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新兴和发展

中经济体在 FDI 目的地和来源地中的相对重要性不断提升。从 FDI 的存量来看，新兴

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呈现不同特征，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FDI 流出远远超过

FDI 流入，而新兴经济体的 FDI 流入远远超过 FDI 流出。在 FDI 流入方面，1980 年至

2009 年，新兴 11 国的 FDI 流入存量名义增长 43 倍，而同期发达经济体仅增长了 25

倍。在 FDI 流出方面，尽管新兴经济体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近年一直维持良好的增长

态势( 参见图 7) 。

图 7 E11 与 G7 的 FDI 存量表现

资料来源: UNCTAD，UNCTADstat，December 2010。

如果从 FDI 的流量来看，新兴经济体的表现更为突出。2003 年，新兴经济体的

FDI 净流入为 1 953 亿美元，此后数年呈显著上升态势。2007 年，新兴经济体的 FDI

净流入达到 8 288 亿美元，相比 2003 年增长了 3 倍多( 参见图 8 ) 。尽管经济危机爆

发后全球 FDI 出现大幅下滑，但 2009 年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 FDI 流入增加到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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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统计数据中的新兴经济体包括: 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秘鲁、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
国。参见 UNCTAD，UNCTADstat，July 2011。



全球总量的一半，同时贡献了约全球 1 /4 的 FDI 流出，成为全球 FDI 复苏的主导力量

之一。①

图 8 E11 与 G7 的 FDI 流量( 净流入) 表现

资料来源: World Bank，WDI database，December 2010。

3． 对外金融实力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金融实力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金融作为后盾。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开

放程度和对外金融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国际投资头寸表体现出来。国际投资头寸表反

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情况，一个国家或

地区拥有较多的对外净资产，表明该国或地区具备较强的国际清偿能力。

在净国际投资头寸( NIIP) 方面，尽管部分新兴经济体 NIIP 赤字占 GDP 的比例仍

然较高，例如，2007 年土耳其、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这一比例分别达到 48． 6%、

40． 3%、39． 1%和 38． 7%，但在 2008 年和 2009 年多数新兴经济体 NIIP 赤字状况出现

明显改善( 参见图 9)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拥有较好的净外部

资产表现。根据 2012 年 4 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投资头寸统计数据显

示，2011 年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达 4． 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4． 6%。对外金融资

产的整体增长表明了对外金融实力的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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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部分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 NIIP 占 GDP 比例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 IMF，IFS database，December 2010。

从国际储备与外汇储备变动来看，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国际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推

动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 年全球储备规模为 6 958 亿特别

提款权( SDR) ，约合 9 464 亿美元，至 2009 年全球储备迅速上升至 5. 48 万亿 SDR，约合

5. 4 万亿美元。其中，2009 年新兴 11 国的国际储备( 不含黄金) 规模达到 2． 76 万亿

SDR，为 1999 年的 8． 6 倍( 参见图 10) 。

图 10 E11 国际储备( 不含黄金) 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 IMF，IFS database，December 2010。

·76·





在 2000 年至 2009 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

份额发生了较大变动，其主要特征是新兴经济体的份额明显加大，而发达经济体的外

汇储备持有比重则显著下降。2000 年，新兴 11 国与七国集团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

储备的份额基本持平，但在 2009 年，新兴 11 国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达

到 53． 0%，其中同期中国的这一数字增加 21． 5 个百分点，达到 29． 9%，同期七国集团

和欧元区经济体则分别从 27． 8%和 11． 1%下降至 15． 3%和 2． 4% ( 参见图 11) 。

图 11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占全球外汇储备比例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 IMF，IFS database，December 2010。

此外，为了增强对外金融实力，减少对美国金融体系的过度依赖，越来越多的新兴

经济体意识到培育和发展国内金融体系、从制造业大国向金融大国转型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日趋完善，

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部门的规模和效益不断攀升，在全球金融中发挥更为重

要的作用。例如，根据银行的一级资本实力进行排名，2011 年中国有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三家银行跻身全球十大银行之列。

总之，新兴经济体经济长期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交往遍及全球，经济发展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从而推动综合国力的逐步上升。

( 二) 新兴经济体崛起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业已界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变

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这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产生合法性危机的主要来源。关于合法性

危机，克里斯琴·罗伊斯 － 斯米特( Christian Reus － Smit) 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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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为者或机构出现合法性危机是指其身份、利益、惯例、规范或程序的正当性的社会

认知水平下降到必须适应或面临让权( disempowerment) 的程度。① 可见，合法性危机

是指一种制度面临改变或消亡的情势。

不过，将利益分配的不公以及意识到这种不公作为合法性危机的成因也会存在这

种问题，即如何将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利益进行形式化，以便于用来构建较为简洁的

因果分析。由于良治( good governance) 被界定为民主治理( democratic governance) ，

因此全球经济治理首先反映的是一个程序问题。② 据此，国际制度合法性的最基本要

求是程序合法，而程序合法的主要判断依据是制度的代表性，也就是所代表和分配的

利益公平与否。而对于功能有效是制度合法性的来源这一点，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很

难想象不能发挥任何效用的制度会持续存在下去。但功能有效却不是一个与程序合

法处于同一层面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制度的有效性是程序合法的派生物，有效反映

的是应该共同受益，而能让所有成员分享利益的制度必定是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国家利益分配的载体，在各种机制的利益分配中，新兴经济

体总体上处于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的弱势地位，这直接导致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的合法性危机的广泛存在。正因如此，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势在必行，从而扭转

当前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群体性崛起趋势与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大调整和大变革

互为因果，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兴经济体的群体综

合实力和战略作用的日益增强使得一批新兴经济体进入了全球大国俱乐部，例如在二

十国集团中，新兴经济体占了 11 个席位。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或

区域战略，转而寻求借重新兴经济体的力量来解决自身和全球问题，由此推动了南北

经济关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大调整。

四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迁中的新兴经济体

20 世纪90 年代尤其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更加积极地参与

到全球治理、气候变化以及应对经济危机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协调进程之中，推动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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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济治理机制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发展，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

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并与发达经济体一起共同推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 一)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提升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是新兴经济体崛起后的必然要求。并且，在后危机时代，

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出现对于维持应对危机和促进可持续复苏所必需的国际合

作至关重要，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

的地位正在悄悄发生微妙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机

制中话语权的持续提升。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的改革中，新兴经济体成为最大的受益群体。在份

额与投票权改革方面，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大于 6% 的份额，整

体投票权比重转移达到 5． 3% ( 参见表 2) 。中国将成为第三大份额拥有国，同时沙特

阿拉伯、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将居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前十位。截至 2012 年

8 月，金砖国家( BRICS)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达到 11． 5% 和

11. 0%，分别比 2006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会议前提升了 1． 5% 和 1． 2%，2010

年改革完成后，还将分别继续提升至 14． 8%和 14． 1%。在执行董事会的构成上，在执

董会规模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欧洲发达经济体将减少两个席位，其在执董会的集体代

表性将会降低。同时，当前份额居前五名的成员国有权“指定董事”的做法将被废止，

取而代之的是执董会将完全由经选举产生的执董构成，这赋予新兴与发展经济体拥有

与发达经济体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增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合法性和有效性，更是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正如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前任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 － 卡恩( Dominique Strauss － Kahn) 表示，这是“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 65 年来一次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有利于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调整，调整是为了认可它们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大的

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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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与份额转移情况

与 2008 年改革前相比 与第二轮调整后相比

投票权比重调整( 百分点)

至代表性不足国家

至有活力的新兴与发展中国家

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至非石油出口新兴与发展中国家

8． 2

8． 8

5． 3

7． 7

5． 8

5． 7

2． 6

3． 9

份额比重调整( 百分点)

至代表性不足国家

至有活力的新兴与发展中国家

至新兴与发展中国家

至非石油出口新兴与发展中国家

8． 5

9． 0

3． 9

6． 4

6． 2

6． 0

2． 8

4． 2

增加了份额比重的国家数量

发达国家

新兴与发展中国家

54

10

44

61

8

53

增加或保持了份额比重的国家数量

发达国家

新兴与发展中国家

54

10

44

110

8

102

名义份额增加超过 150%的国家数量

发达国家

新兴与发展中国家

40

6

34

16

3

13

调整系数 65． 8 55． 7

注: 调整系数衡量的是份额调整下实际份额与计算份额比重之间的偏差所减少的程度。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会议之前的计算排除了科索沃和图瓦卢。

资料来源: IMF，“IMF Executive Board Approves Major Overhaul of Quotas and Governance，”

Press Release No． 10 /418，November 5，2010。

在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中，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得到进一

步体现。2010 年 4 月，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提升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话

语权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转移投票

权。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BRD) 中，金砖国家的投票权将升至 13． 1%，较改革前提

高 1． 8 个百分点，而七国集团相应减少 3． 6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在国际复兴开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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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投票权将从 2． 77%提高到 4． 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在

国际金融公司( IFC) 中，金砖国家的投票权最高可升至 14． 14%，较目前提高 4． 04 个

百分点( 参见表 3) 。二是世界银行集团的增资方案。根据该方案，世界银行集团确定

增资 862 亿美元，其中实缴股本金 51 亿美元。三是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

发协会( IDA) 股权动态审议机制，以实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平等

的投票权。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预示着新兴经济体将在这一组织中发挥更为重要的

作用，并且为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发言权和代表性奠定了制度

基础。

表 3 2010 年世界银行投票权转移方案( % )

IBRD 投票权改革 IFC 投票权改革

第一阶段前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当前投票权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七国集团 42． 85 41． 58 39． 26 51． 60 47． 45 46． 74 45． 39

美国 16． 36 15． 85 15． 85 23． 59 21． 38 20． 96 20． 18

日本 7． 85 7． 62 6． 84 5． 86 5． 91 6． 01 6． 18

英国 4． 30 4． 17 3． 75 5． 02 4． 57 4． 48 4． 31

法国 4． 30 4． 17 3． 75 5． 02 4． 57 4． 48 4． 31

德国 4． 48 4． 35 4． 00 5． 35 4． 86 4． 77 4． 59

意大利 2． 78 2． 71 2． 64 3． 38 3． 08 3． 02 2． 91

加拿大 2． 78 2． 71 2． 43 3． 38 3． 08 3． 02 2． 91

金砖国家 11． 26 11． 21 13． 10 10． 10 12． 16 12． 86 14． 14

巴西 2． 07 2． 06 2． 24 1． 65 2． 11 2． 27 2． 56

中国 2． 78 2． 77 4． 42 1． 02 1． 98 2． 30 2． 89

印度 2． 78 2． 77 2． 91 3． 38 3． 70 3． 81 4． 01

俄罗斯 2． 78 2． 77 2． 77 3． 38 3． 70 3． 81 4． 01

南非 0． 85 0． 84 0． 76 0． 67 0． 67 0． 67 0． 67

资料来源: Office of the Corporate Secretary，World Bank Group Voice Reform: Enhancing Voice

and Participation of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in 2010 and Beyond，DC2010 － 0006，April

1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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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新兴经济体来说，二十国集团转变成为一个促进国际经济政策对话和推进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倡议的首要论坛是历史性的进展。在二十国集团这一全球经济治理

平台上，新兴经济体通过与发达经济体进行对话和协商，提出和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巴塞尔协议 III》、全球金融机构( SIFI) 的国际标准和原则

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二十国集团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力的上升，标志着当今世界

正进入一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深化相互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时代。

( 二) 新兴经济体经济合作机制的兴起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意愿日趋强烈。在国

际经济事务中，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注重彼此之间的团结合作和协调立场，以共同减少

和摆脱对先进经济体的经济依赖，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在国际舞台上，新兴经

济体以各种合作组织为依托，加强经济合作与协调，维护和实现政治经济利益。新兴

经济体合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不断丰富、完善和更新。当前，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框架内实现优势互补和争取共同利益，同

时通过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来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中新兴经

济体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主要包括由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在内的金砖国

家机制以及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国建立的三国对话论坛( IBSA) 等。这类机制的建立

和发展加强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内向联系，并且合作领域与目标更具有针对性。

目前，新兴经济体在发展阶段、经济模式、利益诉求和对外战略等方面还存在一定

的差异，难以在新兴经济体内部一蹴而就地建立一个统一的合作与协调机制。近年

来，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合作机制发展很快，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程度不断加深，

呈现渐进式深入发展的良好态势。以金砖国家机制为例，2008 年它仅是一个外长级

会议，时隔一年就建立了首脑会晤机制，其后于 2010 年 12 月进行了第一次扩大，南非

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该合作机制，金砖四国也随之更名为“金砖国家”。此外，在印度、

巴西和南非对话论坛成立之时它只是一个三国外长对话机制，但从 2006 年起，这一对

话论坛开始举行首脑级会议，并就扩大三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合

作机制的发展体现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渐进性发展的特点。

作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正在崛起的新力量，新兴经济体具有相对较高的增长水

平和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符合各国利益，建立长效的合作机

制有利于巩固和深化彼此之间的合作。但是，目前新兴经济体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和

完善还要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从新兴经济体各国的内部条件来看，在产业结构

和贸易领域还存在一定差异和相互竞争关系，部分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还不太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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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地理上相对分散、政治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也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从新兴经济体

的外部环境来看，在很多领域还要受发达国家的影响和制约。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导

国际经济秩序，面对新兴国家的崛起，难免担心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受到动摇，

因而不想被排除在任何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机制之外。而且从客观上讲，多数新兴经济

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仍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因而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还比较高，在

经济上还在不断谋求与其进一步融合。这些内外因素增加了新兴经济体之间建立紧

密高效的合作机制的难度和复杂性。

尽管如此，新兴经济体经济合作机制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得到较快发展，并

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国际经济秩序中长期存在的一些

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平等和义务

不对称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这促使新兴经济体认识到团结起来与发达经济体进行

对话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在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体对促进全球经

济复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正面作用，在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

的改革方面，新兴经济体也正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作为当今各地区的重要经济引

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加大，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但要保持这

种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势头，主要还得取决于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合作需要和共同意愿，

取决于“团体表现”和“集体行动”，取决于双边和多边机制化合作进程的顺利推进。

从目前来看，新兴经济体之间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扩大了相互经贸往来和金融经济等

领域的务实合作，而且还有助于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设置和通过有关新兴经济体利

益的议题上的团结与合作，从而大大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影响

力。因此，新兴经济体不断完善和发展现有制度框架，逐步建立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新

型对话机制和合作平台，是新兴经济体推动经济合作机制化与充分发挥全球经济治理

作用的现实选择和发展方向。

五 迈向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 从霸权主导到合作治理

当今时代，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进入一个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持续变迁过程中，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随之步入渐进转型，

并且新的结构正朝着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参与和合作治理的方向发展。

( 一) 霸权治理的式微

“全球霸权”是指一个民族国家在组织、管理和稳定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着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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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角色。① 在霸权结构中，由一个单一强国控制或支配国际体系内比较弱小的国

家。② 这表明霸权国拥有足够的军事与经济力量，能够对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行为产生

重大影响和制约作用，从而操纵国际体系的运作。但是，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霸

权的兴衰史，历史上没有亘古不变的霸权。最近一次的霸权更迭发生在二战期间，美

帝国取代大英帝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顶峰，形成了所

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 。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促使一些学者建构“霸

权稳定论”和“霸权合作模式”为美国霸权进行辩护。③ 按照他们的逻辑推演下去，对

于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来说，需要有一个居于全球霸主地位的强国进行主宰和

治理，以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和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末，由于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及美国的全球扩张

政策恶性发展等因素，相对来说，美国的霸权地位日渐走向衰落。这一方面表现为美

苏战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政治影响已大为削弱。苏联战略核力量的加速

发展使得美、苏战略力量接近平衡，战后美国长期垄断的制海权受到苏联的挑战，常规

兵力分布也失去平衡。越南战争牵制了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在中东、南亚、欧

洲、加勒比海地区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美国的西欧盟国和日本的独立性日渐加强、

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壮大等使美国霸权主义政策受到沉重打击。在联合国等国际组

织中，美国一手遮天的时代也开始成为历史。④ 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

治理全球经济的能力日趋受到限制。70 年代初，国际石油危机频发、石油输出国组织

兴起、日美贸易关系趋于紧张等，表明美国想要按自己的意志处理国际事务已感到力

不从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成为美国霸权衰落的重要标志。沃勒斯坦在《美国

实力的衰落》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可能没有多少人相信“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的观点，

但实际上，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一直处于衰落的进程中。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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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理查德·B． 杜波夫:《美国霸权的衰落》，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 年第 5 期，第 12 页。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p． 28．
该理论最早由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Charles P． Kindleberger) 提出，它运用现

实主义的术语( 行为体是国家) 和半现实主义的因果联系( 结果是由国家间权力的分配决定，尽管对霸权的选择

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 分析了“国际体系内对公众有益的行动由谁负责实施”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参见

Charles P．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 － 193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后来这一理论由吉尔平发扬光大，参见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1981。基欧汉也对此做

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参见 Robert O． Keohane，“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
conomic Regimes，1967 － 1977，” in Robert O．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
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9，pp． 74 － 100。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 第 6 卷·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2 － 305 页。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The U． S． in a Chaotic World，New York: New

Press，2003．



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不仅仅是作为硬实力的物质力量的衰落，也包括文化因素、意识

形态和国际机制等软力量的衰落。

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大部分都是由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反映的是美国的霸权利

益需求，因而也深深打上了美国中心主义的烙印。美国的力量推动合作这个事实，部

分是通过建立一种根据美国的利益取向组织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机制来实现的。① 从

实践来看，美国在战后一直在力图使一系列由美国为主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具有更高

的法理性，目的是加强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和可行性。冷战以后，美国更是明确地把民

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作为其核心国际目标，而这些目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通过国际制

度来实现。所以，国际制度在本质上是有着阶级性的，是为给定的国际体系服务的。②

但是，由于霸权的衰落，实力的相对下滑，这种依托霸权国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的

等级结构日益受到各种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随着一批新兴经

济体的崛起，霸权国在经济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根据一些研究者的预

测，在未来三四十年时间里，在全球经济中新兴经济体将与发达经济体平分秋色，全球

经济的重心会发生一次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的巨大转移( 参见表 4 ) 。另一方

面，随着自身相对实力的逐渐减弱，霸权国掌控国际制度的能力也随之逐渐下降，维持

既有制度运行的成本相应地日益加大。

表 4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未来经济总量预测

单位: 万亿美元

年份 七国集团 所有发达经济体 金砖四国 所有新兴经济体

2005 27． 3 32． 4 4． 2 8． 9

2015 33． 0 39． 6 10． 2 19． 0

2030 43． 0 51． 6 28． 2 46． 8

2050 64． 2 77． 0 90． 0 138． 0

注: 金砖四国为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

资料来源: 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著，蒋永军等译:《世界是新的———新兴市场崛起与争锋的

世纪》，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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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制度变迁与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格局

毋庸置疑，全球经济治理已进入一个变革的时代，而产生这种变革的原动力就在

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国际影响。新兴经济体崛起的一个直

接后果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断下降，已经没有能力有效主

导经济事务，其合法性正在逐步丧失，因为没有其他重要国家的参与将很难管理世界

经济。① 现实世界的种种变化必然在理论上引发一些新的思考。在全球经济治理领

域，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些曾拥有主导地位的国际合作理论正在经受颠覆性的挑

战。对此，德国学者潘德( Jochen Prantl) 明确指出，现有的合作理论假定，存在着一种

由一些在全球合作的范围和模式上分享相同理念的国家来领导的稳定的地缘政治秩

序，但在当今时代，这些假定都已经失去了意义。② 由于日益难以控制的全球经济问

题和新近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那些主张霸权治理的理论难以为发达国家集团独享全

球经济治理权提供持续的理论支持。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发展方向，在意识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实力相

对衰落的同时，也不可忽视这样一种事实，也即是，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个能

够或者希望取代美国并且推动全球治理结构重建的新霸权并没有出现。③ 这表明，目

前任何国家都难以凭借自身的实力彻底推翻业已存在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那些依

靠发达经济体力量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仍在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由于制度的约

束作用的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反映实力对比变化的滞后性，使得那种仅仅以经济实力对

比来描绘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方法饱受质疑。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全

球经济治理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与后来参与者要实现新的力量和利益平衡必须依托

持续的制度变迁。因而，新兴经济体将在接受现存世界治理规则的背景下逐步改革旧

治理体系，从而在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相互适应过程中，使全球

治理机制逐步走向合理。④ 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当今全球格局正在走向一个没有

霸权的世界。⑤ 更直接地说，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从霸权治理向合作治理迈进，在

这种新的结构中，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作为两股相互依赖、缺一不可的力量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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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全球经济问题。这不仅是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展望，也在现实的全球经济

治理机制变迁中得到深刻体现。

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实力上升并未给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带来明显变化。但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新的制度设计改变了传统的治理结构，并成为全球经

济治理的一个方向。二十国集团的升级、金砖国家的成立成为这一进程的标志性事

件。尽管目前二十国集团仍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对话机制，但它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

主导机制，无论对于推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协商和合作，还是促进国际

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增长来说，起着其他机制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二十国集团的成员

构成来看，它包括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并且多数成员分属于不同的国家集团

( 参见图 12) 。这表明单个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全

球经济治理呈现出利益集团化的趋势。一方面是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在不同的议题上

进行利益的分化与重组，另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差异推动新的

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八国集团( G8) 和金砖国家两个对话机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

中的并存和合作，使二十国集团的“双核化”特征日益明显。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

集团之间的相互对抗不同，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集团之间借助一个统一的制度框

架相互合作与竞争，成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基础。

图 12 二十国集团成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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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迁，所呈现出来的基本脉络是发达经济体主导全球经

济治理的能力逐步下降以及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不断上升，这不仅反映出新兴经济体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新兴经济体开始从全球经

济治理结构的边缘进入决策中心。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通过合作共同应对全球

经济问题、分享全球经济治理的利益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的新方向。

六 结论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经济真正融为了一个大市场，全球共同面临的一些经济问题

随之更加凸显出来，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济面临深刻调整。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经

济实力迅速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现有全球治理制

度安排仍然在维护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呈现出与新兴经济体

利益不相符、不平衡的一面。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实力上升，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开始进

入一个转型时期。国家实力增长会相应扩展自身利益，这使得既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的利益分配均衡被打破，从而引发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制度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将动

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赖以存在和持续的根基，使得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由于全球经济

治理机制构成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基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迁的方向决定了全球经

济治理结构的未来形态。由此，本文认为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

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更重要的是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通过改变现

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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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stine and thereafter developed and expounded by Thomas Aquinas，Francisco de Vitoria

and Hugo Grotius，etc． Afte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evolution，the Just War theory

developed systematic criteria on when and how to resort to force，namely，“jus ad bellum”

and“jus in bello”，the former includes just cause，right authority，right intention，last re-

sort，prospect of success and proportionality while the latter refers to discrimination and pro-

portionality． In the post － Cold War period，the ethical values of Just War theory were re-

discovered and made as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by its proponents．

Based on examin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Just War theory and analyses

of its ethical influences on the viewpoints of the proponent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hile it might be morally sound in some extreme cases to resort to

force /war，there have been great chances of abuses，as witnessed in history． In today’s

world，whe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been greatly“institutionalized”and where interna-

tional law plays a part，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very careful in resorting to

military intervention，even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Key Words】just war theory，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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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context of globa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with the rise of emer-

ging economies and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developed economies，how will the structure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hange? On the basis of the basic assumptions including tha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s a kind of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anarchy”，“nation －

states are the main actors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nation － states are rational ac-

tors”and“the institutions are non － neutral”，the author argues that uneven growth of na-

tional power can break the existing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ests under the original institu-

tional framework，which leads to legitimacy crisi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stitu-

tions． Thus，institutional change becomes possible and finally inevitable． Furthermore，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of power and interests has led to structural trans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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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with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s a result，it

is necessary for emerging economies to push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by enhancing their own strength，and more important，relying on itself to gain

more rule － making power and changing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to establish a new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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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ddle power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as they

share commonality in the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and meanwhile they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due to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radition． From a long historical per-

spective，political culture has a more fundamental and profound impact on a country’s atti-

tude towards global governance． Citing Canada as an example，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do-

mestic political culture impacts on three global governance indexes，namely，intera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ttitudes towards non － governmental actors，and concepts

of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unique

political culture，characterized by progress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 featuring compromise，

multiculturalism，and the ambivalence and complexity with the US，and its global govern-

ance concept and policy． Finally，through comparison，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features

of Canada’s global governance: “dependent multilateralism”，respecting the equal right of

non － governmental actors in participating global governance，and balancing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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